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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再思考:
人民敘事與思想動員*

潘　 雨

[提　 要] 　 “十七年”電影是一場在特定年代下關乎特定主體的敘事運動。 其核心以銀幕形象為載

體,通過夯實敘事主體———“人民”的合法性,將現代國家觀念匱乏的民眾凝聚起來,構建屬於新中

國的國家認同與國族認同。 可以說,“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與同時期其他藝術作品一樣,面臨

着用人民敘事解決一系列現實性與現代性的迫切問題。

[關鍵詞] 　 十七年　 新疆民族題材影片　 人民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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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場關於“人民”的敘事運動
 

“十七年”電影是一場在特定年代下關乎特定主體———“人民”的敘事運動。 “人民”既是“十

七年”電影的敘事主體,也是其所構建和形塑的“新中國”的國家主體和“中華民族”的國族主體。
這場關於“人民”的敘事運動,契合着彼時最重要的社會變革與思想變革。 建國初期,基層群眾對

於“國家”、“民族”、“人民”等想象的共同體概念十分陌生,“一盤散沙”是新中國所面臨的現實性

問題。 因缺乏國家認同和國族認同,如何推動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關乎發展的現代性問題也隨之浮

現。 無論現實性還是現代性,歸根結底都是人的問題,只有實現國家認同與國族認同,才能萬眾一

心開展社會主義建設。 就此,通過電影這一大眾文化載體,以“人民”敘事完成意識形態喚詢,實現

思想上的社會主義改造,成為“十七年”電影創作的核心使命。
人民是創造歷史的主體。 關於“人民”的敘事創作既是一種文藝路線,也是一種政治態度。 毛

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①通過“十

七年”文藝作品的“人民”敘事,民眾成為推動社會變革和革命的動力。 當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
織民眾成為敘事重點,“人民共和國”便有了堅實的政治倫理基礎。 而作為敘事主體,“人民”也為

961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新疆民族電影文化史”(項目號:16BC033)的階段性成果。



新中國和中華民族等現代國家概念提供了強大的共情和凝聚動力。
20 世紀以來,中國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和民族解放戰爭“打破了鄉土觀念對中國農民的控制

……並使[農民]意識到一種新型的關係、身份和目的的可能性”(邁克爾·曼)。 在新政治觀念中,
“中國”和“中華民族”成為關鍵詞,這些想象的共同體需要通過“人民”這個具體形式體現出來。
杜贊奇指出,人民必須通過創造而成為人民。 如何通過重新塑造,讓作為民族主義基礎的古老的

“人民”獲得新生,參與到新世界的建構,是新興民族國家面臨的重大工程。 1953 年,全國第二次文

代會召開,明確規定文藝的重要任務是創造新的英雄人物,②
 

通過對英雄人物的刻畫與謳歌,以榜

樣形象教育人民,重塑人民。 “十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語境下,展開新中國

革命敘事、邊疆敘事和建設敘事,並以“人民”為敘事主體,發展出以下四種召喚結構。
(一)反特敘事:主要矛盾———邊疆各族軍民 vs 美蔣敵特;關鍵詞———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反特敘事是“十七年”邊疆革命敘事的主旋律。 新中國成立之初,地處邊陲的新疆、雲南等少

數民族地區處於反特戰線最前沿,當時嚴峻的國內國際形勢,催生出多部優秀反特電影。 例如表現

雲南邊防部隊與國民黨特務激烈鬥爭的《山間鈴響馬幫來》 (1954 年),刻畫西南邊防戰士和彝族

同胞同心協力戰勝潛藏敵特的《神秘的旅伴》 (1955 年),以及講述守護西北大沙漠的邊疆解放軍

與國民黨殘餘特務展開殊死戰鬥的《沙漠追匪記》(1959)等。 在邊疆敵我鬥爭異常嚴酷的形勢下,
表現軍民團結打敗美蔣敵特的反特敘事,既是一種故事要求,更是時代所需。 1963 年,由長春電影

制片廠出品,趙心水執導,梁音、阿依夏木、谷毓英等人主演的新疆塔吉克族題材影片《冰山上的來

客》,就是一部在反特敘事中備受矚目的作品。 在人物關係塑造方面,影片採用了和《山間鈴響馬

幫來》、《神秘的旅伴》等相似的故事策略,主要矛盾是邊疆各族軍民和美蔣敵特之間的衝突,表達

出揭露“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意識形態訴求。 在人物關係建構上,邊疆各族軍民大團結是敘

事核心,也是反特敘事的題材基礎和內在動力。 反特敘事在懸疑類型框架下展開一系列矛盾衝突,
形成強烈的戲劇張力。 這些故事策略讓該類影片從“十七年”電影中脫穎而出,廣受觀眾喜愛。 利

用反特敘事,《冰山上的來客》展現了邊疆革命鬥爭的嚴峻性和殘酷性。 影片結尾,隱藏的漢族敵

特被楊排長抓獲,邊疆再次恢復安寧。 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就像逝去的英魂照耀夜空。 解放軍戰

士和少數民族同胞犧牲的壯烈以及動人的歌聲,讓全國各族人民同仇敵愾反美抗蔣的決心被激發

出來。 通過反特題材,新中國的邊疆敘事完成了對國防建設的意識形態喚詢。
(二)性別敘事:主要矛盾———少數民族進步女性 vs 落後的丈夫;關鍵詞———婦女可頂半邊天。
性別敘事自延安新文藝作品到“十七年”電影,一直占據着新中國革命敘事的主流話語。 農村

婦女作為雙重被壓迫者,她們“翻身得解放”的革命敘事尤其具有傳奇色彩,被反復借用、大書特

書。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階段後,性別敘事再次改寫,成為建設敘事的依託。 1962 年,由上海電影制

片廠出品的農村題材影片《李雙雙》成為“十七年”建設敘事中的性別範本。 影片成功塑造了性格

潑辣爽直、熱心集體事業、敢於與自私自利現象做鬥爭的農村婦女李雙雙。 在她的幫助下,保守落

後的丈夫喜旺也不斷提高思想覺悟,爭取共同進步。 新疆民族題材影片《綠洲凱歌》 (1958 年)和

《天山的紅花》(1964)不約而同地採用了與《李雙雙》相同的基本結構範式———主人公/妻子都是積

極進步的婦女隊長或先進分子,丈夫則是保守落後的頑固派,夫妻之間因思想道路問題發生激烈衝

突。 在妻子的幫助教育下,丈夫或幡然醒悟,重新投入到火紅的生產建設之中(《天山的紅花》);或
妻子離開丈夫,重新開始屬於自己的新生活(《綠洲凱歌》)。 從“十七年”正典劇《白毛女》到農村

現實題材影片《李雙雙》,再到新疆民族題材的《綠洲凱歌》、《天山歌聲》、《兩代人》、《阿娜爾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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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火花》、《草原雄鷹》、《天山的紅花》、《黃沙綠浪》等,性別敘事的召喚結構在“十七年”電影

中隨着時代變遷不斷發展,並與其他敘事融合演變出更為複雜、複合的結構意味。
(三)合作社敘事:主要矛盾———少數民族婦女隊長 vs 少數民族落後男性;關鍵詞———正確處

理人民內部矛盾。
合作社敘事是“十七年”文藝創作的重中之重。 為配合在全國上下掀起的農村合作社熱潮,合

作社敘事以作品多、所涉範圍廣一直居於創作前列。 新疆民族題材影片中也不例外,合作社敘事影

片達到四部:《綠洲凱歌》、《天山的紅花》、《草原雄鷹》 (1964)和《黃沙綠浪》 (1965 年),占所有新

疆民族題材影片的三分之一。 這四部作品在敘事範式上採用了合作社敘事+性別敘事的組合方

式。 主人公都是思想進步的少數民族婦女隊長,主要矛盾圍繞婦女隊長與思想落後的頑固分子作

鬥爭展開,主題則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落腳點。 以《黃沙綠浪》為例,故事講述新疆綠洲生

產合作社副主任、女幹部帕塔木汗響應上級號召,積極爭取糧食自給自足,動員社員到沙園子開荒

種糧,但社主任哈斯木卻一心想着搞副業賺大錢。 帕塔木汗不顧哈斯木反對,帶領社員植樹造林,
抵抗風沙,以實際行動打擊了階級敵人的種種破壞行徑,教育了哈斯木。 人民公社成立後,坎兒井

修成了,沙漠從此變綠洲。 合作社敘事標誌着新疆少數民族農村牧區在意識形態和生產生活上,與
內地廣大農村地區趨於一致,而這也正是少數民族合作社敘事建構的基本目標與要求。

(四)天路敘事:主要矛盾———漢族女幹部 vs 落後知識分子;關鍵詞———敢教日月換新天。
除反特、性別與合作社敘事外,新疆民族題材影片還有第四種召喚結構,即描述邊疆鐵路建設

的現代性敘事———天路敘事。 天路敘事圍繞“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社會主義建設豪情展開。 一條

條從祖國內地通往邊疆的天路,讓新中國的邊疆敘事和建設敘事蒙上濃厚的革命浪漫主義色彩。
人物塑造方面,天路敘事的主人公與合作社敘事一樣,都是女性。 此刻,天路敘事+性別敘事取代

了合作社敘事+性別敘事,構成邊疆建設敘事的主要脈絡。 例如 1959 年出品的《天山歌聲》和《兩

代人》,主人公都是天山築路隊的女黨委書記。 與合作社敘事不同的是,天路敘事中的先進女性不

再是少數民族婦女隊長,而是漢族女幹部。 作為內地支援邊疆建設的代表人物,在艱苦卓絕環境下

敢想敢幹的漢族女幹部,成為邊疆建設敘事中多重視角的建構核心。 天路敘事是“十七年”民族題

材影片中最為獨特的一種召喚範式。 它與合作社敘事一同,在即將到來的社會運動中發揮出強大

的動員力量,對 1960 年代內地學生奔赴新疆,投身邊疆建設起到了關鍵的心理推動作用。
 

二、人民敘事與思想動員

莫里斯·梅斯納認為,作為中國共產黨集體成就的毛澤東思想更強調人的思想意識在改變社

會現實中的決定性作用,而不是社會現實對人的思想的決定作用。③因此,中國共產黨堅持思想動

員和改造是解決新中國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核心與關鍵,是決定中國未來走

向的價值基礎。 可以說“十七年”電影的人民敘事正是這樣一場自上而下的大規模意識形態喚詢,
而其間所歷經的跌宕起伏和風雲變幻,可以從一部部作品中一探究竟。

(一)民族敘事和“誰是必須團結的力量”
    

作為首部新疆民族題材電影作品,《哈森與加米拉》的誕生並不曲折。 然而在它一帆風順的背

後,則湧動着建國初期在民族題材影片文藝創作路線尚未清晰的情況下,如何正確把握民族政策,
維護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等一系列敏感問題。

從歷史上看,1952~1953 年的文藝整風運動讓文藝界在社會主義創作觀的思想上達成共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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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之而來的另一部影片岌岌可危的命運,則直接影響着其後諸多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的創作思路和

方向。 這部電影就是《內蒙春光》。 《內蒙春光》是中央電影局東北電影制片廠於 1948 ~ 1949 年間

創作的新中國第一部少數民族題材影片,編劇王震之,導演干學偉,主演恩和森。 影片歷時兩年多

的艱苦拍攝制作,於 1950 年 4 月在全國公映,剛一問世就受到各界關注和廣泛好評。 然而就在公

映第九天,也就是 1950 年 5 月 6 日,導演干學偉突然接到中央電影局通知,《內蒙春光》需要連夜接

受複審。 影片公映後再進行複審的反常操作說明這部影片問題的嚴重性。 作為新中國第一部民族

題材影片,《內蒙春光》不僅僅是一部電影作品,它的情節內容、公映與否關乎到建國初期中共中央

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統一戰線等根本性問題。
《內蒙春光》講述了解放戰爭時期,內蒙青年牧民頓得布擺脫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經過鬥爭

最終成長為一名共產主義戰士的歷程。 原片在塑造蒙古王公貴族道爾基王爺這一人物時,將其刻

畫成一個殘忍的王爺,不僅勾結國民黨匪特,還殘酷鎮壓廣大牧民,最終引狼入室,自食惡果,死在

國民黨敗兵的槍口之下。 《內蒙春光》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的反面刻畫引起參加 1950 年國家民委

召開的全國統戰會議的西北代表的不同意見,認為該片在新區放映與政策不符。④的確,雖然影片

也同時刻畫了國民黨特務“楊先生”,揭露他和道爾基王爺狼狽為奸,破壞共產黨幹部開展群眾工

作等罪行,然而“楊先生”在原片中只是配角,不是主要敵人。 影片的大量篇幅集中描寫道爾基王

爺的倒行逆施和咎由自取。 實際上通過影片概述可以看出,《內蒙春光》一片雖然使用了當時在政

治上絕對正確的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二分法結構了影片的主要矛盾,然而它卻未能考慮和關注到

建國初期另一重大問題———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統一戰線問題。 可以說這部影片在政治上混淆了

“誰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和“誰是我們需要團結的力量”這一主旨,也是對 1949 年第一屆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六章《民族政策》的違背。
其後,《內蒙春光》經過大量修改,於 1951 年 3 月終於得以重映。 重映的片名由毛澤東親自修

改為《內蒙人民的勝利》,讓“人民”的主體地位再次獲得確認。 在延續人民敘事的基礎上,故事的

主要矛盾衝突發生巨變———原片中殘忍、頑固不化的少數民族上層人士道爾基王爺,修改後成為思

想落後、受到階級敵人/國民黨特務“楊先生”和蒙奸“大管家”蠱惑的中立派。 影片結尾,道爾基王

爺認清“楊先生”所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的醜惡嘴臉幡然醒悟,果斷站到廣大牧民一邊,成為“必須

團結的力量,可以被改造的對象”。 原片本屬於配角的國民黨特務“楊先生”則成為反派主角,是一

切陰謀的幕後黑手。 是他與王爺身邊的蒙奸“大管家”相互勾結,利用種種謊言迷惑了中立的道爾

基王爺,兩人最終被共產黨領導下的蒙漢聯軍抓獲懲辦。
《內蒙人民的勝利》為“十七年”少數民族題材影片奠定了創作基調,明確了創作方向,規定了

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和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1953 年之後,民族題材影片在全

國以每年平均三部的速度推開,成為邊疆敘事的主流話語。 同年,導演吳永剛接受上海電影制片廠

委派,奔赴新疆深入生活,着手創作新中國第一部新疆民族題材暨哈薩克族題材影片《哈森與加米

拉》。 由於《內蒙人民的勝利》定調在先,《哈森與加米拉》在矛盾衝突方面着重刻畫國民黨反動派

為利用大牧主居努斯的勢力鞏固他們在草原上的統治,迫害戀人哈森和加米拉,殘害他們的孩子等

罪行,確保了影片在政治導向和民族問題上不犯錯誤。 此外,該片還通過對哈薩克青年哈森和加米

拉忠貞愛情的歌頌以及對中國傳統戲曲話本的現代性改寫,開創了在邊疆敘事中嵌合愛情敘事的

經典範式。⑤1957 年,《哈森與加米拉》獲得文化部“1949~1955 優秀影片評獎”三等獎。 自此,新疆

民族題材影片奠定了它在“十七年”民族題材電影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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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社敘事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十七年”電影除了維護民族團結和民族平等、激發廣大人民群眾同仇敵愾反對帝國主義和階

級敵人的職責外,還承擔着反對各民族內部共同敵人的重任。 如果說民族團結、民族平等等“共同

綱領”問題已經通過反特敘事等邊疆敘事在新疆少數民族題材影片中得以反復確認,那麼反對各

民族內部共同敵人的敘事則交給了合作社。 合作社敘事浪潮並非創作者脫離生活的主觀臆想,而
是為了解決五十年代中國農村所面臨的嚴峻的現實問題而開展的旗幟鮮明的思想動員。

1953 年,國家統購統銷政策推行後,農村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受到嚴重打擊。 1956 年前後,廣東

浙江一帶出現退租退耕現象,甚至浙江金華五縣出現千畝荒田無人耕的狀況。 1958 年《紅旗》雜誌

發表許立群的署名文章《從是否“已經到了共產主義”說起》,歸納了人民內部矛盾的三種表現形

式: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富裕中農和社會主義思想的貧下中農之間的矛盾;擁護合作社的廣大勞動

人民在新舊思想上的矛盾和其他思想矛盾;合作社化後幹部和群眾之間的矛盾。⑥為解決合作社引

發的種種問題,1958 年全國相繼推出若干部包含合作社敘事的電影作品,其中長春電影制片廠出

品了趙樹理小說《三里灣》改編的《花好月圓》、馬烽同名小說改編的《三年早知道》、表現合作社女

幹部的《女社長》,以及上海江南電影制片廠出品的《三八河邊》。
1959 年,由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新疆電影制片廠聯合攝制的《綠洲凱歌》成為新疆民族題材

影片中的第一部合作社敘事作品。 影片描述了代表社會主義新思想的維吾爾族婦女隊長阿依木罕

和代表舊思想的富裕中農丈夫、公公之間的矛盾衝突。 故事將上述“人民內部矛盾”的三種表現形

式雜糅起來,加深了邊疆合作社敘事的典型性和複雜性。 隨後,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創作中斷了五

年,直到 1964 年才短暫恢復,1965 年宣告終結。 在 1964 ~ 1965 的兩年間,共拍攝新疆合作社題材

影片三部:包括北京電影制片廠出品的《草原雄鷹》,北京電影制片廠、西安電影制片廠聯合出品的

《天山的紅花》,以及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出品的《黃沙碧浪》。 這三部影片也是“十七年”新疆民

族題材影片的封箱之作。 此後,民族題材影片和其他國產影片創作一樣,迎來了沉寂的十年。
可以說“十七年”電影合作社敘事是時代的必然產物。 它通過不斷強化合作社的先進性,確保

在經過自然災害和人為破壞的廣大農村地區,人民群眾依然能夠保持思想上、行動上的一致統一和

樂觀向上。 提供艱苦條件下的精神撫慰和美好想象是合作社敘事的基本訴求。 然而,它又不僅僅

是安慰劑,合作社敘事也是“十七年”人民群眾戰天鬥地、艱苦奮鬥的真實寫照。
(三)天路敘事和“道路之爭”
在邊疆建設敘事的各類主題中,天路敘事是繼合作社敘事之後的另一個敘事重點。 新疆地處

西部邊陲,具有全國最為複雜多變的地貌。 高原、草原、荒漠、山脈,這些景觀不僅構成了新疆民族

題材影片的視覺奇觀,同時也是天路敘事建構的基礎。 天塹變通途,是中國人對現代性想象的重要

部分。 天路敘事不僅滿足了這一想象,也實現了“十七年”電影對邊疆建設敘事構建的基本訴求。
除此之外,天路敘事還承載着一個大目標,即通過參與邊疆建設的知識分子厘清“道路之爭”

的關鍵問題。 1959 年關於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提出後,“道路之爭”成為其中的重

點。 在當時所有人民內部矛盾之中,最關鍵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之爭。 “兩條道路”
問題之所以是關鍵問題和難點問題,是因為它的界線模糊:既可以歸為人民內部矛盾,也可以歸為

敵我矛盾,因而容不得半點差池,同時也成為最容易被創作者混淆的雷區。
1959 年前後,全國除了農牧合作社的矛盾衝突加劇之外,工礦基建領域的衝突也在加劇。 “十

七年”新疆民族題材影片創作也將敘事重點轉向了解決邊疆建設的“道路問題”。 1959 年由西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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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制片廠出品的《天山歌聲》和 1960 年由新疆電影制片廠出品的《兩代人》都屬於此類範疇。 而

1964 年由北京電影制片廠出品的《草原雄鷹》則結合了牧區合作社敘事和道路之爭的交叉敘事結

構,讓作品呈現出更為紛繁複雜的時代面貌。
無論上述幾部影片的場景如何變化,創作者始終將人民內部矛盾聚焦在“道路之爭”的“大是

大非”問題上,這種敘事策略決定了人物關係和矛盾衝突構成,也為影片獲得了某種安全保障。 不

將“敵我矛盾”轉化為“人民內部矛盾”是表現道路之爭的關鍵。 例如《天山歌聲》中的女主人公、
築路工地女幹部容書記,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不講情面,堅決與思想保守的王隊長和孔技術員作

鬥爭,最終得以“治病救人”。 而《兩代人》則更加凸顯創作者對“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

尺度把握。 《兩代人》主人公孟英和《天山歌聲》容書記一樣,都是女幹部。 解放時期就在新疆開展

革命工作的孟英與丈夫一起被關進監獄,丈夫英勇就義,幸而孩子被同獄維吾爾族姑娘的父親救

下。 新疆解放後,孟英在組織安排下回到烏魯木齊從事邊疆建設。 在攻克天山段工地的硬骨頭莫

頂山的修築方案上,孟英失散多年的孩子、推土機駕駛員艾里主張劈開莫頂山,這個提議遭到殘留

反動分子王冬和思想落後的隊長買買提強烈反對。 孟英與反動分子王冬展開了堅決鬥爭,並嚴厲

批評隊長買買提的落後思想,同時也對艾里的莽撞行為進行教育,最終決定打通莫頂山。 影片創作

者在處理不同人物關係的矛盾衝突方面採取了不同的政治立場,明確了道路之爭的基本態度。 艾

里雖是配角,但他身上帶有漢族血脈和維吾爾族養子的雙重烙印,是民族情深血濃於水的最好例

證。 可以說“十七年”民族題材影片在保持邊疆敘事的先進性和完整性方面已逐漸趨於成熟。

三、結語

“人民”敘事在“十七年”電影中的總體目標是解決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人的思想問題。 左翼電

影評論家王塵無在評論影片《人道》的錯誤傾向時,指出電影的使命是“指示大眾出路,組織大眾意

識”。⑦“十七年”電影在喚醒群眾、組織群眾、動員群眾等意識形態喚詢方面,對於新中國和中華民

族的建構意義重大。 今日,當我們回首“十七年”電影和民族題材影片研究,“人民”敘事是無法回

避的重要課題。 “十七年”電影再次證明:是人民創造並書寫了歷史,而歷史也反哺與締造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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